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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超

关于中国古代玺印的起源，以往学者们做过一些推测与考证。早期如黄宾虹先生就提出过玺

印滥觞于模印铜器。他说：“古昔陶冶，抑埴方圆，制作彝器，俱有模范，圣创巧述，宜莫先于治

印，阳款阴识，皆由此出。”ꨁ此一说法得到很多学者的赞同。而后，又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玺

印的起源提出自己的看法。如黄盛璋先生结合传世的古玺与殷墟出土的陶片印痕判断商代已经有了

玺印。ꨂ石志廉先生则追溯肖形印的由来，坚持青铜器的模范与铭文印模是玺印的源头。他认为：

“秦公簋的铭文就是有关玺印起源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实例。……实际其铭文系由印模打就者。”ꨃ

高明先生则认为：“（三件据说出自殷墟的铜玺）如果铜件确为真品，可能为某种器物上的附属装

饰，恐非玺印。”ꨄ

的确，从直观材料上来看，青铜器铸造中使用的模范零件与玺印的关系最为接近。一些春秋时

期青铜器的铭文可以看出是由单个字模拼合后铸造而成的。从山西侯马等地古代铸造遗址中发现的

青铜器铸造陶范实物来看，这样的字模甚至可以直接作为玺印使用。但是，这是否就可以肯定此为

中国古代玺印的起源呢？从近几十年中国考古学的大量发现与对古代玺印作用的研判来看，中国古

代玺印的起源问题似乎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这里我们想从族徽金文这一角度出发，对玺印的起

源再做些探讨。

在现在可以见到的商周青铜器铭文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族徽金文。它们具有明显的象形意

义，往往由一些典型图像组合而成，如图1。这些族徽金文在青铜器上出现时，一般作为单独的一

ꨁ　黄宾虹：《虹庐藏印》“弁言”，打印本。

ꨂ　黄盛璋：《我国印章的起源及其用途》，《中国文物报》1988年4月15日。

ꨃ　石志廉：《谈谈我国古代的肖形印》，《文物》1986年第4期。

ꨄ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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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徽号标志，没有其他铭文；有些附着在简短的铭文后边或铭文开头，也是处于署名的地位。可见

其是在表示所有者或制作者的名号，即族名、氏名。有些学者则认为其中包含私名。对于其形体与

含义，历来有过各种不同的解读。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者，往往极力去求其音读，予以隶定，费尽心

机去套用后期的汉字将其释文。这种做法并不能正确解读这些金文的本来意义。正如王国维先生所

说：“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ꨁ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学、人

类学、社会学等有关学科的发展，人们也加深了对古代社会的认识，因而能从新的角度来研究这些

族徽金文。对于它们的含义与作用，近几十年中，学者有过不少讨论。认为这些金文是族徽的说

法，首创于郭沫若先生，而后在古文字学界与考古学界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此外，还有一些学

者认为它们是图画文字，并且采用多种方法去考证它们应该释读为哪些文字。有些考证得到一些认

同，如将. .释作“罗”，将. .释作“冉”等。但大量的族徽金文还不能释作合适的文字，仍只

能作为图像徽识来看待。

然而，也正因为把它们看作图像徽识来解释，使得族徽金文虽然在现存的商周青铜器铭文中

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却一直没有引起相应的关注，有关研究很少。张亚初、刘雨二先生曾经统计

过，商周青铜器铭文总数在10000条左右，其中族徽金文就有4000多条。ꨂ王长丰先生近来总结金

文总数达16000件，含族徽的约有8000件。ꨃ对于这些族徽金文，长期以来既没有全面整理，也缺乏

相应的断代研究。从现有的一些论述中，可见学者们已经注意到族徽金文基本上是属于商代的各大

宗族标记，而周代的上层氏族并不使用这种徽识。张懋镕先生在其有关青铜器的论述中已经充分阐

述了这一现象。张亚初与刘雨二先生的研究也结合甲骨文资料，把族徽金文的存在时期限定在殷商

至西周早期之间。由此可见，族徽金文具有比较早的社会属性，可能反映了较早阶段的社会组织情

况。

需要在这里提及，近来王长丰先生对殷周金文族徽做了系统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提出了自己

对族徽的判别原则与整理方法。只是他把族徽都作为文字来讨论，认为“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那

些通过一定的方式与其他文字结合，形成有一定秩序的名词或名词之间的非正常语序叙述的缀联形

式，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与先祖庙号联属，置于相对独立的长篇铭文之后、之首、之中，我们称这

种文字为‘族徽’”ꨄ。虽然王长丰先生对于族徽金文做了大量的整理分类工作，并梳理了一些族

徽的使用情况，成果斐然，但对于他把所有族徽都作为文字看待，并尽力加以释读的做法，我们还

是有所异议。族徽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明显的由象形图画组合成的徽识。它们作为氏族的符号标识，

只起到徽识的作用，似不宜硬性将其释读为某一个文字。由此想到，对于族徽金文的定性、分类与

研究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不过这些讨论与本文无关，就不再赘言。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比较可靠的关于使用玺印的说法来自《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

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正义曰：“《月令》曰：周封玺。季武子

ꨁ　王国维：《毛公鼎考释序》，《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

ꨂ　张亚初、刘雨：《商周族氏铭文考释举例——摘自〈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的资料和初步研究〉》，《古文字研

究》第7辑。

ꨃ　王长丰：《殷周金文族徽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ꨄ　王长丰：《殷周金文族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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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公冶问，玺书。此诸侯大夫印称玺也。”另有一些记载认为早在三代就有玺印。如《逸周书·殷

祝》：“汤放桀……取天子之玺，置天子之坐前。”《后汉书·祭祀志》称：“至于三王……始有

玺印。”今人多认为这些说法为后人附会之言，一般不予采纳。如果我们采用《左传》的记载，就

可以认为，在这时使用的玺印，附加在文书上面，作为证明身份的凭证。也就是说在春秋时期，已

经确立了官方以及私人使用印玺作为凭证的制度与世俗习惯。

比较明显的关于官方使用玺印作为检验凭据的证据可见《周礼》的记载。《周礼正义·秋

官·职金》云：“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恶与其数量，楬而玺之。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入其

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注》曰：“郑司农云：‘受其入征者，谓主受采金玉锡石丹青者之租税

也。楬而玺之者，楬书其数量以著其物也。玺者，印也。既楬书揃其数量，又以印封之。今时之书

有所表识，谓之楬橥。’”《正义》云：“云‘楬而玺之者，楬书其数量以著其物也’者，谓书其

物多少之数量于杙，仍著于其物之侧，以为表识。”

《周礼正义·地官·司市》云：“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周礼正义·地官·司关》

云：“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疏》曰：“注云‘货节，谓商本所发司市之玺节也’者，

司市云：‘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是国货之节即司市之玺节也。凡商之货，本出于市。自内

出者，赍司市之玺节，由门而达关；由外入者，赍邦国司市之玺节，由关达门，以至于王国之市。

其出入不越国畿者，亦各赍玺节达于所至乡邑之吏。……云‘自外来者，则案其节而书其货之多

少，通之国门，国门通之司市，自内出者，司市为之玺节，通之国门，国门通之关门’者，贾疏

云：‘将送商人，而执节者别有过所文书，若下文节传，当载人年几及物多少。至关至门，皆别写

一通，入关家门家，乃案勘而过。其自内出者义亦然。’”

这就已经把当时国家府库管理中使用玺印标识入库物品与各级关口使用玺印标识已检验的货物

等有关情况说明得十分具体了。《周礼》成书时间，现在一般的意见是在战国时期。张心澂《伪书

通考》认为《周礼》一书是“采西周及春秋时制度参以己意而成”ꨁ。那么就是反映出至少在战国

时期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国家职官玺印系统与使用玺印证明的社会习俗。从现在所见的大量战国时期

官私玺印材料来看，这种社会现象是确实存在着的。曹锦炎先生也认为：“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

出土的裘卫铜器（四件），器主名卫，职官为‘裘’，是为周王管理裘皮的，证实了《周礼》的可

靠性。可见《周礼》有关用玺的记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至少说明对春秋时期玺印的普遍使用，

已不用怀疑。”ꨂ

《周礼》的记载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即玺印的使用最早是与商业、手工业生产紧密相连

的，主要用于标识产品与商品的制作者、所有者，以及标识官方检验审核的结果。

由于缺乏殷商与西周时期的玺印实物证据，我们还无法确认在殷商与西周时期是否存在玺印，

以及当时的玺印是文字印章，还是由图像符号组成的肖形印或者说徽识印。于省吾先生的《双剑誃

古器物图录》与黄浚先生的《邺中片羽》《尊古斋古玺集林》收录了三方据说出土于安阳小屯的殷

商铜玺印，其印文与青铜器上可以看到的一些族徽金文十分相似，也是由图形组成的徽识（如图

2）。上文已述，高明先生曾否定这三方玺印。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肯定这些玺印。如果这些传世玺

ꨁ　张心澂：《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

ꨂ　曹锦炎：《古玺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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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的真实性可以确立，那么，在商代就已出现并使用的玺印则应该是类似族徽金文的肖形印，而不

是文字印章。这就说明，最早用于作为身份凭证的玺印类器物，上面很可能刻印着表示宗族、家族

身份标记的图形符号，即族徽。这一现象，现有大量的巴蜀文化铜器、铜印上使用着众多图像符

号，似乎可以作为一个旁证。ꨁ

西方对于族徽尤其是世袭贵族的家族徽识有着丰富的历史记载与专门研究，并有“徽章学”这

样的专门学科。然而在中国，由于拥有悠久的文字记载历史，更习惯于用文字来记载宗族、家族的

历史。用徽识的做法在周代以后似乎就泯灭不存。但是，从人类发展历史的角度去看，每一个古代

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都应该有一段用图像徽识来表示氏族及家族存在的时期。现在从商代青铜器上

看到的族徽金文应该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反映。

林沄先生曾经指出：早期铜器铭文中所见族徽及氏名来源有三种，即源于人名、源于地名与

源于职事。ꨂ这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有所反映。如《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孙以王父字为

氏。”《春秋左传·隐公八年》：“胙之土而命之氏。”《白虎通义》：“或氏其字，或氏其事，

闻其氏则可知其德也。”

从中国古代文字本身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情况来看，在商周时期，文字系统已经形成，在祭祀占

卜、政治管理甚至民间商品交换等方面应该比较普遍地使用了文字。那么，源于人名与地名的族徽

应该更多地采用文字符号来表示。而源于职事，也就是表现各种手工业制作、农牧业生产技术的创

造与占有等先民职能，这样的徽号则较多地采用图像组合的表意形式。我们试从表现得比较明显的

一些族徽金文符号来看它们所反映的先民生产技术创造情况。

例如表示狩猎技术与狩猎工具制作的族徽，可以见到如图3用来标志制作弓箭，很可能就是后

来的张姓之先祖。《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下张氏：“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

弓矢，子孙赐姓张氏。”说明是由于制造弓矢而被确定族姓，弓自然就是他们的族徽标识。而表示

捕猎用的竿网之族徽，也曾经被人释作“罗”字。于省吾先生的《双剑誃古器物图录》所收据说出

土于安阳小屯的殷商铜玺印中，就有这样的图形文字出现。又如表示建筑业的族徽，特别是表现版

筑的族徽（如图4），非常明显地表现了劳作之人手执夯杵在夯打板框中的土基。还有表现与纺织

有关的族徽（如图5），则有表现纺轮、纺车、织锦等多种发明的图像，表现出多个以纺织业发明

ꨁ　王仁湘：《巴蜀徽识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ꨂ　林沄：《对早期铜器铭文的几点看法》，《古文字研究》第5辑。

 图2　《双剑誃古器物图录》所收录殷商玺印



215

试谈族徽金文与玺印的起源

创造为代表的族群。其他如制作舟船、制陶、驯养家畜等图徽（如图6），都成为一些族群的标志

性徽号。

这些族徽很多会转变为固定的姓氏，如上面所说的“张氏”和“陶氏”等，后来被姓氏文字取

代。但是从这些具有明显生产技艺创造标识的金文族徽中可以看到：起码在商代，已经具有一些以

创造或拥有生产技术作为自身特有徽识的氏族或部族组织。这些徽识作为部族、氏族乃至家族的标

记，出现在属于该部族、氏族乃至家族的器物上，其代表就是铸有这些族徽金文的青铜器。由此推

论，这些族徽也可能出现在与该部族、氏族或家族有关的书契文件，其拥有的财富资产以及用于交

换、出售的手工业产品上。也就是说，这些徽识应该具有玺印的作用，从而也就可能产生单独制作的

玺印。这些单独的玺印可能更多地应用于日常生产与贸易交换、关税征收等经济活动中。

鉴于商周时期乃至更早时期青铜制品并不普遍的情况（这种情况源于当时青铜的高昂价值与

青铜制造业的官营），日常使用的玺印可能最先不会采用青铜制作，而是利用陶制。制陶业自石器

时代开始就日渐成熟，制作陶范类型的陶玺印应该是比较便利的。因此，黄盛璋先生提及的殷墟出

土陶片印痕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迹象。它应该说明在商代已经有了陶制的玺印。而这种供手工业生

产中标记制作者或拥有者身份族别的陶印，就应该是最早的玺印形制，也标志着中国玺印的起源。

曹锦炎先生说过：“传世有几件西周时期的陶埙，著录在《三代秦汉六朝古陶》一书中，其中一件

‘马作召埙’不仅和另一件‘令作召埙’的铭文格式相同，而且还加有边框，从拓本看，可能是打

印上去的。这和后来在陶器上的戳印如出一辙。如果推测不误的话，这不妨可看作西周时期使用玺

印的滥觞。”ꨁ如图7，从这件陶印的文字形式来看，可能还不会到西周那么早，但是它是早期的玺

ꨁ　曹锦炎：《古玺通论》。

图3 图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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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捺制而成这一点应该不会错，可表明早期玺印与陶作的密切关系。

在仰韶文化半坡遗址与姜寨遗址等发掘中，出土了很多带有刻画符号的陶器。裘锡圭先生曾指

出：“商代和西周时代铜器上所见的族徽，有一小部分跟原始社会的几何形符号很相似。”ꨁ这也

说明一些族徽金文可能源于陶器文字，从而反映金文乃至玺印与陶器文字很可能同出一源。

对比国外的古代文化情况来看，在文明起源之一的两河流域地区，于公元前3100年前后的乌鲁

克文化末期就已经出现了陶制的圆筒形印章。它上面刻有各种象形花纹，可以通过滚动压出长条状

的花纹带印记。而后的杰姆代特奈斯尔文化时期，类似圆筒印章大量出现，并延续使用到近千年后

的阿卡德王朝时期乃至两千多年后的巴比伦时期。ꨂ这种印章被学者认为具有表示所有权的意义。

中国古代玺印的产生时间虽然要晚一些，但是它产生的原因及最早使用的材质，应该与两河流域的

玺印相差不大。

在没有普遍使用纸张书写的时期，作为标识与封记的玺印一直是与封泥共同使用的。像简牍文

书以及商品、贡物上面的封记都是固定在捆绑文书、器物绳索上的封泥，再在封泥上加盖玺印。在

汉代墓葬考古与居延、敦煌等地的汉晋遗址发掘中，出土了专门用于装封泥的封泥木匣。它们与大

量的出土封泥显示了中国古代玺印的具体使用方法。而这种使用方式，则应该来源于古代陶业与泥

陶制作技术，即源于在陶器上捺印标识的做法。由此可见，玺印与陶业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最早

制作的玺印很可能就是木制的木拍或陶制的陶模，即木印、陶印。而青铜印、石印、玉印等，则都

是后起的玺印形式了。

附带提到，近日报道在陕西省渭南地区发现了一枚据说是西周时期的龙钮玉印。从照片上看，

其圆形印面被十字界格分为四部分，各部分刻写的图形很像云雷纹之类的装饰纹样。如其可信，也可

以说明早期的玺印刻文仍是以图像徽识为主。该印似应为周代使用玺印的证据。但是这件玉印的形制

与印文都很怪异，前所未见，出土情况也不明确，尚待确证。故不拟引为论据，特予说明。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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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三代秦汉六朝古陶》所收陶印


